
 

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
−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关系新论

马拥军， 安连新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条道路，一条从初级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走向为世界谋大同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

文化都以这条道路为基础，因此，坚定“四个自信”需要有辩证思维。作为这条道路的开端，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本身是中国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的根据是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它的根据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次“三中全会”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

转折点，但其改革开放措施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持续延伸作为根据的。自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后，新时代新征程所指向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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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下文简称《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

革开放全新局面。”①
关于两个“划时代”的论述，首次见于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②

，在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被再次提及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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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明确把第二个“划时代”与“新时代”“新征程”联系在一起。

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回答好与两个“划时代”相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在哪种意义上曾经落后于时代，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

代的重要法宝”？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哪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其时代划分的根据是

什么，与此前的历史时期有什么区别？第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哪种意义上是“划时代”

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什么区别？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国内理论界就对两个“划时代”的意

义进行过讨论。陈理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

措施的全面深化和系统化，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突出了“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特

点。
①

戴熖军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对我们改革开放面临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的一种科学

回应”，“是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种全面升级”，并从主要矛盾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②

华诺和周竞风分析了两个“三

中全会”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的关系，提出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是连接两个

“划时代”的纽带。
③

隋芳莉和鲁秀伟分析了两次“三中全会”的相关性：第一，两次“划时代”三中

全会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同，但都需要思想解放；第二，两次“划时代”三中全会具体的改革路径

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从实践出发；第三，两次“划时代”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都

得益于领导团队和领导核心的正确部署。
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理论界进一步对两个

“划时代”的演进、成就与经验进行了研究。例如，乔榛主张，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可以划分出两个划时代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对这种演进的考

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即“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把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创新、探索出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为

他国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即“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在开放条件下

推进”。
⑤

综上可知，理论界对两个“划时代”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措

施的一致性方面。同时，学者们对两个“三中全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都给予了

一定关注，这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但是相较于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标示的中国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以后的转折意义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学者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突出不够，

给人的印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继续深化、系统化，

并未发生历史性转折。由此导致对两个“划时代”的把握呈现线性思维的特点，无法理解后一个

“划时代”所体现的既前进又转折的本质。

只要运用辩证思维把两次“三中全会”放在改革开放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就可以看到：两次

三中全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所不同的是二者处于不同的时代方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方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方位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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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意义在于，它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一特点，强调改革与落后生

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是“划时代”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概括，十八届三中全会

“划时代”的意义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导致社会基本矛盾

的改变，而社会基本矛盾的改变又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

的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实现了走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这两个“划时代”之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关系。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以理论界已有的研

究成果为基础，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历史连续性角度重新考察本文开篇提出的三个

问题。

二、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中国在1956年底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何还要提出党和人民的事业

落后于时代的问题呢？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根据唯物

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

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要切实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

充分发展生产力。

讲中国落后于时代，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第一次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

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落后于时代。

中国要想大踏步赶上时代，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利用有利因素，克

服不利因素，然后积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中国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经过细致的分析，

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

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②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社会主义革命属于无

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越过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不管愿意不愿意，中国都必须

经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

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

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③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欧美和日本传入的，被

称为“大同学”；在这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变成了世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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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

义。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另一方面，它的领导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

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由无产阶级领导，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

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能大大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却不可

能跨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条道路，路可以走得快些，也

可以走得慢些，但必须一步步走。

中国革命大踏步赶上时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为前提条件。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

主义是从欧美和日本传入的。孙中山先生从欧美学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师从河上肇先生，

从日本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很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③
。第一

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德宣战，并成为战胜国；另

一方面，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退出了世界大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

中国是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参加巴黎和会，准备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没想到，巴

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青岛的权益给了同为战胜国的日本，而列宁则发布宣言，准备把沙皇

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无偿归还给中国。中国沸腾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

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⑤

十月

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称作“大同学”。当时中国

连“小康”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十月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影响了一部分先进

分子，但未能引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更不要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了，因此，作为“大同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革命事业中并没有发挥出显著作用。

比较起来，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仅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改变了中国

革命的政治布局，而且受到了孙中山的欢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此成为可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磨难，最终获得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当时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言，当时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

时代”。

然而，就生产力来看，中国并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水平。如果我们借鉴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

的表达语境，把共产主义称为“大同”社会的话，那么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生产

力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后来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

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

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中国必须先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为民族谋复兴”，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为世界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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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对形势的认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清楚。解放战争

的胜利速度之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之顺利，给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主要领导人

一个错觉，似乎单纯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就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对形势的

这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无论是在农村和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和工业方面，我们都犯了“左”

的错误。以农村为例。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下文简称《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①
。这里的要害在于“加速”和“提前”。《决议》一方

面肯定公社目前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急于改为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提出快则三四年，慢则

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②
。在“小康”尚未实现的时候就试图走向“大同”，既违背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

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有的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河

北徐水县和河南修武县成为一县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一切财产上交

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

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

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

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③

当时的农业还是以手工生产为主，在这样的条件

下搞“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制度，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表明全党对我国社会主

义的发展阶段缺乏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12月6日，邓小

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

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采用了“小康”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

纪末的战略目标。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

索•格拉等外宾时，进一步阐述了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0年开始，用十年时

间，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50美元提升到500美元；第二步从1990年开始，再用十年，争取到

2000年达到人均1 000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

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

雄心壮志”④
。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邓小平的构想，明确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

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

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中国是在2010年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的；

2019年 ， 中 国 人 均GDP超 过 1万 美 元 ； 2020年 底 ， 中 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中 国 实 现 人 均

GDP4000美元的目标比计划提前了40年；建成“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比计划提前了30年。按照

中国古代的观念，“小康”之后是“大同”，一旦“后小康时代”来临，“大同”社会的建设就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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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由“小康”转向“大同”，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

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

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后小康和“大同”并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还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语境中，从“小康”到“大同”都是重要的跨越，其间的道路还很漫长；必

须一步步向前走，并且走一步看三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

一为指导原则，根据每一步的快慢，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如

果按照原来的标准，到2020年底已经全部完成；即使按照后来不断调整、大大提高了的指标来

看，也只有“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一旦“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现，用十三

大报告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结束了。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是，我国到2035年基

本实现现代化，标准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然后到2050年“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

后提出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三为三谋”思想，经过十九届六中

全会，发展为二十大报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的“四为四谋”思想。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

这一意义上，两个“划时代”具有一致性，不能割裂。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道路而

言，它又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实现“大同”社会的幻想回到建设

“小康”社会的现实的转折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从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奔赴“大同”

理想的转折点。然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思维定式往往构成人们识别转折性事件的认知障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大同”幻想中，无法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另一些

人矫枉过正，把改革开放理解为放弃“大同”理想。这一问题直到党的十三大才得到彻底解决。

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中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正是由于这样

的原因，邓小平后来承认，十三大报告虽然不是他个人做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他本

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强调，尽管发生了种种波折，但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而且，这不是他的个人观点：“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②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

天”。现在要改变的，不再是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过于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而是与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已经变得落后了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在十

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前，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方面的转向，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从“小康”目标回到“大同”理想这一转折，也是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阐发的。由于思维定式造成的认知障碍，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

认识两次转折的历史意义。当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回过头来误把十一届三中全

会所实现的历史转折视为一种退步，或者把“大同”理想当成“大同”的现实。必须运用“螺旋式

上升”的辩证思维来把握这一切；必须充分认识到，不仅螺旋式的上升阶段是在前进，而且螺旋

式的下降阶段也是在前进。不能用前进性否定曲折性，也不能用曲折性否定前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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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何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

很多人不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是划时代的，是因为这种划分标准到党的十三

大才明确提出。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讲到改革开放的根据，但由于党的文件尚未

把这些讲法正式确定下来，因此，无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还是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转入城市，都有很多人只是被动地跟着中央政策在走，却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走。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理论界的很多讨论都带有尝试性质，只是到十三大

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确立下来，有了标准的、规范的表述。

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政策转折，在十三大之前争论非常多，尤其是对要不要

采取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分歧很大。邓小平讲：“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

意见，这是正常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①
对于不同观点的分歧，不能通过压

制的办法去解决。有人担心采取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会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这样的顾虑要通过实践去打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

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

尾巴。”②
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用害怕偏离正确方向。社会主义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

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

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对著

名的“摸着石头过河”命题的准确说明。这里讲的是“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

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不是照搬照抄资本主义制度。相

反，学习和借鉴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有人讲，资本主义已经走出了一条现成的道路，已经有了通往富裕社会的桥梁，中国为什

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对类似问题，毛泽东早已经做过明确的回答。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共

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

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③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除了毛泽东曾经分析的原因，即当时帝国

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容许”④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想大踏步赶上时代，就不能重走资

本主义老路，否则会被牢牢压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只有发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的优势”，才能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地位，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

“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是由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当时

还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条现成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绘

就一幅地图，我们只要照着地图走就行了。“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

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

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⑤
在中国之前的

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

的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二是列宁和斯大林为俄国人民找到的中等发达国

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由于俄国生产力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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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道路。比较而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连中等发达

国家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既不能照搬照抄列宁和斯大林为中等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

主义的道路，更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

现成答案。”①
要想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中国自己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道路探索的理论产物。党的十

三 大 报 告 对“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的 历 史 方 位 作 出 了 明 确 的 界 定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初 级 阶

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

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如果以生产力水平衡量，把尚未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发达国家水

平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把比发达国家水平还要高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

高级阶段”，那么，毫无疑问，发达国家不需要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而是直接进

入对我们而言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中等发达国家也不需要经历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是直接进入对我们而言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只有中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

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才需要经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发

达国家还高，已经全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却尚未

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此还需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手段。

在这一意义上，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生产力水平比发达

国家还要高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误以为不符合那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标准，就是走了

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在到达那个阶段之

前，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中国已经吸取和借鉴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之后，还必须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那种

认为“凡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

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能坚持和发展而

不能偏离和背弃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能按照前文所

述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标准去衡量。前者要求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走向资产

阶级自由化；后者要求我们突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混淆起来的僵化的

陈旧观点，坚持改革开放。“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

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

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

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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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①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指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②

从有的同志没有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文，试图抓住《决定》条文中“没有出现‘公有制为主体’”做

文章来看，这一说明十分必要。

最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终

结的最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随着初级阶段的结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也将发生转化。反过来说，如果主要矛盾已经变了，就说明初级阶段已经终结，中国社会已

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还在强调三个“没有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的则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却变了。对此，仍

然有人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说明，党的十三大报告并没有深入这些人心里。实际上，习近

平总书记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问题。从“人均GDP四千美元”“比较富裕的小康”和“基本实现

现代化”三项指标来看，初级阶段到2035年就将结束，因此，2035年以后将是迈向更高阶段的时

期。如前所述，2010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

化，分别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个重要节点。这说明：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尚未

结束，但已经进入后半段；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是一个从初级阶段向更

高阶段迈进的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但后者本身也具有过渡性，尤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含义，将在2035年以后发生

重大变化。造成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误解的部分原因，是对党的十三大精神缺

乏准确的把握。其中最严重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还要高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忽略了我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生产力水

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一事实。这些误解不仅影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路线、方

针、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而且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原因之一，有必要予以纠正。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而在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中，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中国在1956年底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并以其作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全部生产关

系的总和”。“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非公经济，它需要一定的占补充地位的生产

关系与之配套，以便与生产力中水平较低的那部分相适应。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极“左”错

误的影响，后来非公经济逐渐被排除了。“一大二公”成为公认的政治正确，严重背离了生产力

的发展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非公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

补充得到恢复和扩大；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改变经营方式的形式不断变革。改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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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首先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于只有这种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才与手工

生产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毛泽东认识到，大集体生产是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①

，

而在20世纪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从根本上

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2年，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

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等规定。到1984年，粮食供求状况有了根本好转，随着粮食价格的变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

缓。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适时地把改

革推进到城市。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

在。对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适应了小农经济的现实需要，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

展，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这一决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初步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

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②

这是党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全新认识，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

革目标准备了理论条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要求政企分离，因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集中表现在政府机构的变革中。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相关部委相继裁撤，体现宏观调控和

间接管理的政府部门则不断建立。

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为了巩固而不是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基本路线中，经济建设是中

心，改革开放是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另一个基本点。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能

前进；脱离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

一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

由化”的主张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的是经营权或者土地的使用权，

而不是所有权，与其说是“土地私有化”，不如说是“公有土地私用化”。同样，从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改变的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公有制

本身；同农村一样，城市改革改变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国有企业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而不是逐渐萎缩的过程。

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前，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极为落后，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要素驱动，

特别是大量手工生产更适合个体或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从个体工商业到私有企业、外资企

业、合资企业等，非公经济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增量因素。与此同时，公有制

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陆续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两个“毫不动摇”政策的支持下，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经济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但需要说明的是，

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只讲一方面，也不能把两方面相提并论，而是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它讲

的是对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毫不动摇，对非公经济“鼓励”“支持”“引导”毫不动摇。两个

“毫不动摇”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可混淆，更不能颠倒过来，讲成对公有经济“鼓励”“支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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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毫不动摇、对非公经济“巩固”和“发展”毫不动摇。

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无论是

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平等的。之所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强

调两个“毫不动摇”，正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党。这“两为两谋”都要求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党的十九大后所提

出的“三为三谋”（加上“为世界人类谋大同”）在党的二十大上发展为“四为四谋”（“为世界人类

谋大同”改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基础。

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如何“划时代”的

尽管截至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

国情和国际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初级阶段”已经不再是20世纪下半叶

的初级阶段，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因此必须着

重考虑它的转折性意义。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因

而有必要对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论断进行回顾。

“新时代”的突出表现是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

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①
，由此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则决定了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

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②
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既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

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那么那些只能适应低水平生产力的生产关

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变革。相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前半段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我国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进入了后半段，现在的任务不再是“建成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而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的目标不再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而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的本质，是开辟由小康社会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这在十九大报告的三个“意味着”

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

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
第一个“意味着”就是民族复兴，

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十九大报告关于“民族复兴”的阐发所蕴含的

“从小康到大同”的意义，却极少有人发挥。这是因为，第二个“意味着”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

复兴，第三个“意味着”讲的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和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复兴；它们与第一

个“意味着”分割开来，使得第一个“意味着”的深刻含义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进一步分析“新时代”的五个内涵表述，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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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

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①

在这五个“时代”中，第一个“时代”是时间维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备了新的历史条

件，有了从小康向后小康迈进的可能；第五个“时代”是空间维度，讲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显然是历史上“天下之中国”的复兴；第二至第四个“时代”分

别讲国强、民富、复兴。从表面上看，“这个新时代”的五个“时代”含义似乎并不出奇，但如果深

入其具体内容中去就会发现，中国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迈进，要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指出新的方向，而不再满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再是做以人均GDP4000美元为基

础的“中等发达国家”。这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

基础。

把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结合起来，就能准确把握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定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②
强调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理解比较困难。其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结尾处专门引用了中国古代描述“大同”理想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的就是

防止人们把中国与世界分割开来。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讲的“四为四谋”（即“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本来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在

强调“大同”理想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超越当下发展阶段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时候，既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割裂开来，也

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是以“第二个结合”的形式加以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延伸的新时代

新征程的需要。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整个人类自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短缺

或稀缺（经济学的所谓“scarcity”），具体表现为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因此，所

有文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养活更多的人，以便生产更多的粮食、衣服、房子，让上层的

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让下层的人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住。这种以谋生

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被马克思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人类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且全

部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都是为解决短缺或稀缺问题而创立的。这也就难怪，经济学家们为

什么要把短缺或稀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中国历史上甚至专门把让所有老百姓都能

够吃饱穿暖的状态称为“盛世”或“治世”。

今天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吃饱穿暖也就是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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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康”水平。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能够让所有的人吃饱穿暖本身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中

国人几千年见面打招呼都问“你吃了吗”，就是明证。民以食为天，吃不饱只能匀着吃。这就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短缺经济制度，也就是共同贫穷的制度。人类几千年吃不饱、穿不暖，是

常态；能够让所有的人吃饱穿暖的时期，则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只有盛世或治世才能达到；

在西方，只有“黄金时代”才能达到。由此可见，人类几千年的经济学说解决的都是短缺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制度都以让人吃饱穿暖作为目标。至于“共同富裕”，除了共产主义者之外，

那是没有人敢想的事情，更不要说作为奋斗目标了。

然而，人类经济史在1825年迎来了转折点。这是第一次“由过剩引起的”“普遍危机”。
①“在

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

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

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②1825年以后，这种意义的相对过剩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成为常态，直到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提出“需求拉动”的理论和政策，才得到缓解。为此，

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经济问题是可能会在100年之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在100年之

内有解决的希望”③
的命题。这表明，即使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已经意识到传

统经济学终结的命运。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表明，相对过剩问题不难解决。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

实行“福利社会”政策，就可以跳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变成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按照凯恩斯

的逻辑，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概念，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中等收入”本

身并不带来“陷阱”，中等收入条件下的“两极分化”才会带来相对过剩危机的“陷阱”。因此，只

要提高群众收入，把群众缺乏支付能力的“绝对需要”④
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相对过剩

的危机就可以克服。问题在于，这种改良主义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一旦相对过剩变成绝

对过剩，就必须彻底改变人类本性，否则经济就会陷入死胡同。

对此，凯恩斯有清醒的意识。他指出：“当积累财富不再具有那么大的社会重要性时，我们

先前的道德准则也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200年来，有很多困扰着我们的伪道德原则，在这

些原则之下，我们把人类品性当中某一些最令人憎厌的部分加以抬高，奉为最高的品质。等到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伪道德原则悉数推翻。”⑤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积累财富”指的是

积累资本，资本积累的动机被凯恩斯当成一种“精神疾病”；这里的“伪道德原则”，正是所谓“人

的本性是自私的”和“看不见的手”的原则。占有货币和资本为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占

有而占有”。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反对追求金钱，但在他看来，为“享受和维持现实生活”

而追求金钱，与“作为守财奴式的占有欲”有着本质的区别。“守财奴式的占有欲”“是一种令人

憎恶的病态，是一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是一种“人们不得不心怀恐惧”

的精神疾病，人们需要“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要让人统治财富，而不是

让财富统治人。凯恩斯把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些“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奖惩的各类社会习

俗和经济惯例”当作“桎梏”，“由于它们对促进资本积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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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一切代价来对之加以支持”，现在到了“从这些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它们完全摒弃”的时候了。

可见，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能认识到过剩经济的“新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并把超

越旧的“物质需要”，特别是“完全抛弃”“对促进资本积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制度作为解

决人类面对的新问题的历史条件。“实际上，巨变的帷幕已经拉开”，而“今天的那些富人们”却

仍然生活在旧的时代，以致凯恩斯悲观地说：“从今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富裕阶层的行为

和成就来看，要想指望这些人来使这个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其希望是非常渺茫的！”①
后来出

现的“滞胀”现象，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实际上是由“富人们”及其经济学代理人

造成的，不能将其归咎于凯恩斯。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决这一难题。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

的人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②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自私并不是人的

本性，而只不过是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它在资本积累的年代会变成“一

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凯恩斯幻想通过改良改变这种倾向，但他对当今

时代的“那些富人们”即资本家，却又深感失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性的改变是不可能

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不仅资产者不可能自动实现自我改变，就是无产者也不可能自发地实

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而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③
来达到这一点。“因

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

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

会的工作。”④
马克思之所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市民社会，正是由于他认识到，解决过剩

经济问题，需要的是超越资本经济学的人本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今天这种新经济学又

可以称为人文经济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首要的之所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就是因为它要解决的并不是历史上的短缺问题，而是新时代的过剩问题。针对经

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先是提出了在国内搞“三去一降一补”、在国外搞“一带一路”建设的举

措，后来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要求。

这些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相应地，我国的全部制度，

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解决过剩问题。这正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新时

代的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的根源之所在。

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谈到“关于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时，为什么首先要强调“这是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⑤
。与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相比，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已经超越了“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

现现代化”等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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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esh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poch-ma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
Two “Third Plenary Sessions” Epoch-making

Ma Yongjun,  An Lianxin
(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road that leads from

the primary stage to the comple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then

from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o  a  world  of  great  unity.  The  road  is  tortuous,  but  the

future  is  bright.  The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all

based on this path, so to strengthen “the Four-sphere Confidence” requires dialectical thinking. As

the beginning of this roa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tself is a prerequisite for China

to catch up with The Times in great strides, whil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crucial choice that

determines the fa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cause to catch up with the times in great stride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s epoch-making, based o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s  also epoch-making,  based on the fact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two “Third  Plenary

Sessions” constitute two turning points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reform  and  opening  up  measures  are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tension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n reality, while the epoch-making turning point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er is highly evaluated, that of the latter is not sufficiently highlighted.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linear thinking and place the two “Third Plenary Sessions” in the overall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to  dialectically  understand  the “epoch-
making” nature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embodies  both  progress  and  turning.  Only  b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poch-making”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at,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become the goal of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journ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not  only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seek progress for mankind and

harmony for the world.

Key words: two “Third Plenary Sessions” ; epoch-making; the Chinese Road; unity of

progress and tortuosity; dialec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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